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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
若干问题的思考

＊

刘中民＊＊

内容提要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
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
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
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
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
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

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
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
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
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
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
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
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
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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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场长周期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阿拉伯之春”已经延宕十年
有余，并引发了两轮政权更迭。在２０１１年的第一波浪潮中，突尼斯、埃及、也
门和利比亚政权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被更迭；在２０１９年的第二波浪潮中，阿
尔及利亚和苏丹政权在民众抗议浪潮的压力下倒台。如果从阿拉伯国家转型
的进程和效果出发，把民主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综合指标作为评价依据，

当今的阿拉伯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受“阿拉伯之春”和长
期外部干预影响陷入严重冲突动荡的国家，主要包括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
伊拉克，①它们均面临战后重建、国家建设和国家转型的多重任务；第二类是

２０１９年下半年以来受第二次“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主要是苏丹、阿尔及利
亚，目前仍处在艰难的政治过渡进程之中；第三类是埃及和突尼斯代表的处于
政治经济转型关键期的国家，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依然远未找到适合自身的
发展道路；第四类是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主要包括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合作
委员会国家以及约旦、摩洛哥等，即中东地区的所有君主制国家，它们都面临
通过改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任务。②

从上述四种类型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阿拉伯
之春”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准确判断“阿拉伯之春”对阿拉
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是一件异常困难的学术任务。充分重视阿拉伯国家
发展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尤其是结合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变量，充分考
虑这些变量在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共性和差异，围绕阿拉伯国家民主
化进程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尤其是因果关系进行辩证认识，无疑是必须遵循
的原则。

笔者曾以国内学者较多使用的“中东变局”为核心概念，对“阿拉伯之春”

的基本问题进行过专文分析。从总体上看，“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席卷阿拉伯
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它是继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运动、７０—８０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三次地区性的政治与社会
运动，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是其主要政治诉求，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
权为目标的抗议浪潮是其典型表现形式。“阿拉伯之春”既有共性特征，但在
不同国家又有巨大的差异性，其共性特征主要包括：以民众抗议浪潮为主要形
式；以改善民生、增强民主为主要政治诉求；缺乏独立的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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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尽管并非在“阿拉伯之春”中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但外部干预和民众抗议一直是２００３年伊
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在２０１９年第二轮“阿拉伯之春”中，伊拉克也发生了持续
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所以经综合考虑，把伊拉克划入此类。

刘中民：《中东２０２０：多重危机中的博弈与变局》，《光明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第８版。



以青年为主体力量；广泛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具有显著的地区性、跨国
性特征。其差异性主要包括：首先，共和制国家抗议浪潮的程度和效果明显高
于君主制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四个国家和陷入内战的叙利亚均为共和制国
家；其次，抗议浪潮在不同国家引发政治危机的程度及形式不同，基本上体现
了从突尼斯、埃及的和平抗议，到也门的部族冲突，再到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
内战烈度逐渐提高的三个层级；再次，外部力量的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不同，

美欧对阿拉伯国家政治进程的干预采取了典型的实用主义策略，针对不同的
国家采取了军事干预（利比亚）、外交施压（埃及、突尼斯）、多种手段并用（叙利
亚）、外交庇护（巴林）等不同手段，体现了明显的多重标准。①

“阿拉伯之春”的发生既有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与社会矛盾等同构性
的内部深层原因，同时也受到全球化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扩展、美国“大中东民
主计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从内外因关系的角度看，中东内部矛盾的长期
累积是导致中东变局的根本原因。在政治领域，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意识
形态危机、老人政治等是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的主要根源。在经济和社会领
域，“阿拉伯之春”的根源在于发展的危机尤其是发展模式的危机，其突出表现
是经济结构脆弱和经济政策失误，使阿拉伯国家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腐败和两极分化严重、青年人口比例较大与高失
业率、高通胀率、高贫困率等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导致阿拉伯
国家群体性动荡的直接诱因。在对外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导致阿拉伯国家陷入
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主义和传统伊斯兰思想精英和
知识分子都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积弊有深刻的批判。②

本文不拟对“阿拉伯之春”的性质、原因、影响以及西方干预等学界探讨较
多的问题进行分析，③而是主要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大较为
复杂的领域，对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若干核心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议题在
阿拉伯社会有其典型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趋势的核
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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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几个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３—８页。
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几个基本问题》，第８—１３页。
较系统的著述参见余建华等：《中东变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曾向红等：

《社会运动视角下的中东变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
发展报告：中东变局的多维透视》（２０１２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
发展报告：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２０１３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研
究》等专业期刊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里不再赘述。



一、伊斯兰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

伊斯兰作为一个包含宗教、文明、社会等多层次内容的综合体，其与民主
的关系异常复杂，本文无意也无力就此进行全面探讨，仅讨论作为政治思潮、
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的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之春”中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
影响。伊斯兰主义，学界也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政治伊斯兰，是指主张按照
伊斯兰原初教旨变革现实社会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反对世

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运动。伊斯兰主义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
化、反对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
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
斯兰国家和秩序。① １９２８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的
标志。
客观而言，伊斯兰主义力量并非“阿拉伯之春”的领导者，它们也并没有充

分的准备引领“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方向。它们更多是在经过观望后，在政权
更迭后的阿拉伯国家通过选举等政治参与而取得政权，因此它们是在缺乏充
分准备的情况下跃居政治舞台的中央的，其典型代表是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
动党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② 两者的共性是都经历了从得势到失势的过程，但
二者的命运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较成功地融入
了政治转型进程之中，并且实现了伊斯兰主义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的相互妥
协和包容，这也是突尼斯在“阿拉伯之春”中成为唯一转型相对成功国家的原
因之一。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它组建的自由与正义党领
袖穆罕默德·穆尔西（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ｏｒｓｉ）先是于２０１２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随
后很快在２０１３年因军人干政而沦为阶下囚，穆斯林兄弟会也遭到埃及政府的
严厉打压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关系又重
回１９５２年纳赛尔“军官革命”以后的对抗状态。
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在“阿拉伯之春”中截然不同的命运，

再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如何认识伊斯兰与民主化的关系。在“阿拉伯之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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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宜久：《论当代伊斯兰主义》，《西亚非洲》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３２页。关于伊斯兰主义核心思想的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
５０—６６页。

关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穆斯林兄弟会政治参与的情况参见雅言：《“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的选举
政治》，《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李竞强：《“阿拉伯之春”以来突尼斯与埃及政治转型比较研究》，《内
蒙古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前，在西方最为盛行中“伊斯兰例外论”（Ｉｓｌａｍ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对这一问题的
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伊斯兰文明存在先天缺陷，难以容纳现代化、民
主化和世俗化，其原因在于伊斯兰教因坚持“真主主权”而反对人民主权，①进
而反对民族国家、世俗政权及代议制；伊斯兰社会缺乏平等，广泛存在对妇女
和少数群体的歧视。② 其次，伊斯兰主义力量利用民主制度进行政治参与只是
夺取权力的手段，而真正目标是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③其结果
是民主被伊斯兰主义劫持。在西方只有少数的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
具有两面性，伊斯兰教既可以用来支持专制，也可以用来支持民主；④伊斯兰的协
商、公议等传统经过重新解释，可以成为支持民主议会制、代表选举制的观念。⑤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非洲研究院研究员王林聪的总结，穆斯林学者关于
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有三种观点，即伊斯兰与民主对立论（主要是伊斯兰主义
的观点）、伊斯兰与民主相容论和伊斯兰特色民主论（主要是伊斯兰改革主义
的观点）。⑥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
关系。伊斯兰教既能用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反对或支持的程度如
何，主要取决于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⑦

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典型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在突尼
斯和埃及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命运表明，伊斯兰主义力量与民主的关系存在从
包容到冲突的不同形式，进而以复杂的现实证明了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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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伊斯兰主义强调真主安拉对人类的绝对统治权和主宰权，并以此为基础反对民族主义的国家主权
观，提出了否定民族国家主权的“真主主权论”，以及世俗统治者为真主代理人的“代行主权论”。这一理论
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毛杜迪（Ｓｙｅｄ　Ａｂｕｌ　Ａａｌａ　Ｍａｕｄｕｄｉ），他认为理想的伊斯兰国家应当既尊重真主主权，又充
分尊重民意；统治者（哈里发）应该成为真主和穆斯林的双重代表。参见Ｊｏｈｎ　Ｌ．Ｅｓｐｏｓｉｔｏ，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４７－１４８；Ｊｏｈｎ　Ｌ．Ｅｓｐｏｓｉｔｏ，ｅｄ．，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ｔ
Ｉｓｌａ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１１７。

关于“伊斯兰例外论”参见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Ｗｈａｔ　Ｗｅｎｔ　Ｗｒｏｎｇ？：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ｏ－
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Ｈｏｌｙ　Ｗａｒ　ａｎｄ　Ｕｎｈｏｌｙ　Ｔｅｒｒ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０３；Ｍａｒｔｉｎ　Ｋｒａｍｅｒ，Ｉｖｏｒｙ　Ｔｏｗｅｒｓ　ｏｎ
Ｓａｎｄ：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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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的命题。

（一）突尼斯模式：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化、世俗化的包容与妥协

在突尼斯的政治转型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经历了在制宪议会选举中得
势到总统选举中失势，再到在议会选举占据多数席位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伊
斯兰复兴运动党与世俗力量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二者基本上实现了相
互包容和妥协。尽管无法确定未来突尼斯的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化、世俗化的
关系一帆风顺，但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的积极价值。

首先，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参与表现出了适应时代
潮流并与现代性相融通的温和性。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领导人拉希德·加努
西（Ｒａｓｈｉｄ　Ｇｈａｎｎｕｓｈｉ）明确指出，伊斯兰应该是“活生生的伊斯兰”，而不是“博
物馆中的伊斯兰”。①因此，该党明确否认其宗教性质，强调学习土耳其模式，实
行温和的伊斯兰化，同时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主张将伊斯兰与现代性相结
合；强调伊斯兰教法在突尼斯没有生存空间，承诺支持政治多元化，把突尼斯
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世俗的多党民主制国家。②

其次，在制宪议会选举得势到总统选举失势的过程中，尽管伊斯兰复兴运
动党也有强化伊斯兰主义内容的图谋，但在遭到世俗力量抵制后它能够与世
俗力量妥协；在总统选举失败后，它也能够接受失败的结果，进而展示出了民
主化进程所需要的包容和妥协。

在２０１１年的制宪议会选举后，取得多数席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与世俗
派政党共和议会党和劳动自由民主论坛组成执政联盟，使突尼斯的民主转型
在初始阶段就具有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力量共享权力的特点。在组建联合
政府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与世俗政党联合执政的蜜月期很快结束，双方围绕
政治体制、宗教地位、妇女权利方面的分歧不断加剧。③ 此后，世俗政党统一民
主爱国党和人民阵线党的领导人于２０１３年遭暗杀，联合政府发展经济乏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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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致突尼斯２０１３年７月再次爆发要求政府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浪潮。在
此背景下，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将权力移交给由
技术官僚组成的临时政府，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审时度势后做出的第一次
妥协。尽管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被迫做出的选择，但也展现了其肯于妥协
的灵活性。

伊斯兰主义力量和世俗力量的矛盾并未因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首次妥协

而结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世俗政党呼声运动党在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超越伊
斯兰复兴运动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立法议会选举失势的情况下，面对世
俗力量与伊斯兰主义力量有可能走向政治极化的风险，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再
次选择了妥协，宣布不参加竞选，呼声运动党领袖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
（Ｂｅｊｉ　Ｃａｉｄ　Ｅｓｓｅｂｓｉ）战胜临时总统蒙塞夫·马尔祖基（Ｍｏｎｃｅｆ　Ｍａｒｚｏｕｋｉ）成为
首位民选总统；２０１５年２月，融合世俗政党、伊斯兰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等各种
政治力量，包含４１位内阁成员的新政府成立。① 在此次选举中，最为值得肯定
的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审时度势，未因贪恋权力而与世俗力量进行全面抗争，

而是选择急流勇退，避免了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对抗以及可能发生
的冲突，也使突尼斯国内外打消了对该国发生全面伊斯兰化的忧虑。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在因突尼斯现任总统埃塞卜西逝世而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
中，政治素人凯斯·赛义德（Ｋａｉｓ　Ｓａｉｅｄ）以７２．７１％的选票当选为总统。政治
素人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前由呼声运动党组建的联合政府在治国理政尤其

是发展经济方面乏善可陈。在总统选举的同时举行的第二次直选的议会选举
中，获得５２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取代仅获得１４席的呼声运动党再次成为议
会第一大党，②并依据宪法获得了由该党出任政府总理的机会，使得伊斯兰复
兴运动党继续参与突尼斯的政治转型。

总之，在２０１１年以来的突尼斯的政治转型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世俗
力量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合作、斗争、妥协、再合作的磨合，在此过程中，“伊斯兰
复兴运动抛弃了伊斯兰主义政治目标，选择了与世俗政党开展合作进行联合
执政，在民意支持上获得复苏。世俗政党也改变了过去坚决反对伊斯兰政党
的主张，逐渐包容伊斯兰主义思想”。③ 尽管突尼斯相对成功的民主转型是多
种因素的产物，其未来也还存在不确定性，但伊斯兰主义力量和世俗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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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互适应、妥协和包容，展示了伊斯兰主义可以与民主兼容的前景。

（二）埃及模式：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化、世俗化的对抗与冲突

埃及的情况与突尼斯恰恰相反，穆斯林兄弟会大起大落的背后是伊斯兰
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对抗和冲突。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在埃
及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２０１１年２月到２０１２年６月，穆斯林兄弟会组建
的自由与正义党在选举政治中迅速崛起，其领袖穆尔西当选为埃及总统；从

２０１２年６月到２０１３年８月，是穆斯林兄弟会短暂执政的时期，它与世俗派尤
其是司法部门、军方的对立不断加剧；２０１３年８月以来，塞西（Ａｂｄｅｌ　Ｆａｔｔａｈ　ａｌ－
Ｓｉｓｉ）领导的军方利用民众抗议浪潮废黜穆尔西政权，穆斯林兄弟会被定性为
恐怖主义组织遭到沉重打击。

伊斯兰主义力量在埃及的命运之所以与突尼斯截然不同，原因非常复杂，

尤其是与军方在两国政治转型中的角色不同密切相关，但仅就伊斯兰主义与
世俗主义力量的关系而言，有以下两点值得总结的教训。

首先，穆斯林兄弟会在执政后未能履行实行温和、多元政策的承诺，逐步
向自身垄断权力和推行伊斯兰主义路线偏离，进而激化了与世俗阵营的矛盾。

穆尔西曾宣称，自由与正义党没有宗教性质，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政
党，而是公民政党；它支持政治多元化发展，主张取消紧急状态法，恢复公众自
由，允许自由组建政党，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主张在维护伊斯兰价值观的同
时，实行制宪会议和政治改革；坚持世俗化路线，采取渐进方式对社会进行变
革。① 但是，在执政过程中，穆尔西政府却未能妥善处理与军方、司法部门等世
俗力量的关系，并且不断谋求垄断权力。在穆尔西的几次政府改组中，他不断
撤换非穆斯林兄弟会势力的部长，加强穆斯林兄弟会的权力。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穆尔西发布宪法声明，宣布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其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

法令及决定在新宪法和议会产生前都是最终决定，因此被反对派称之为“新法
老”。② 经过２０１３年５月的政府改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内阁中占据的席位
由８个增加到１０个；穆尔西还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埃及的２７个省中，有穆斯
林兄弟会背景的省长达１１人，其中７人为２０１３年６月任命。③

在组织制宪和施政的过程中，穆尔西政府始终存在偏离世俗主义、推行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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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主义的倾向。例如，穆尔西上台不久就力图影响制宪过程，他曾经发布规定沙
里亚法（伊斯兰教法）为主要立法源泉的宪法声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由穆斯林兄弟
会和其他伊斯兰主义力量主导的制宪委员会通过宪法草案，规定伊斯兰教法原
则为国家主要的立法源泉，并在遭到反对后举行全民公投，在仅有３２．９％投票率
的情况下，以６３．８％的赞成票通过宪法，①这是导致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力量彻
底撕裂、世俗派组织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即“二次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埃及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力量缺乏基本的信任和共识，双方在政
治转型过程中互相设置障碍，互相否决，这是导致穆斯林兄弟会失败的重要根
源，也是埃及宗教与世俗矛盾尖锐的真实反映。
一方面，司法部门和军方不断为穆斯林兄弟会掌权设置障碍。在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的人民议会（下院）选举和２０１２年２月埃及协商会议（上院）选举中，自由
与正义党和光明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大获全胜，控制了立法机构，埃及宪法法
院却于２０１２年６月宣布选举违宪，下议院被迫解散。在遭穆尔西发布总统令
否决后，最高宪法法院又裁定穆尔西的总统令无效，迫使穆尔西不得不宣布尊
重最高法院的裁决。此后，穆尔西与司法部门的冲突持续不断。在总统选举
前，为防范穆斯林兄弟会当权，埃及军方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７日发布补充宪法声
明，宣布在新人民议会选举产生之前，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收回制宪立法权、

对外宣战权以及国家预算决策权等核心权力。
另一方面，穆尔西也不断通过行使和扩张总统权力对世俗力量的决定进

行否决。例如，２０１２年７月，穆尔西在就任总统不久后便发布第１１号总统令，
撤销解散议会的决定；８月，穆尔西在解除了国防部长坦塔维和总参谋长阿南
以及海军司令、防空军司令和空军司令职务同时，下令取消军方６月发布的补
充宪法声明，同时颁布新宪法声明，收回立法权。②

２０１３年６月底，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穆尔西执政时期制定的宪法中
止，新的制宪委员会重新制定宪法；２０１４年１月，埃及通过新宪法，新宪法禁止
宗教政党活动，穆斯林兄弟会对埃及民主化进程的参与以彻底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突尼斯和埃

及的两个案例表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典型的伊斯兰主
义力量，它们在突尼斯和埃及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命运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
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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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人干政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

长期以来，军人在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其
原因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阿拉伯国家，军队往往代表相对先进的力
量，具备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条件；其次，阿拉伯较为落后的社
会结构和部族文化形成“强者为王”的思维定式，这为军队干政提供了适应的
外部环境；最后，中东国家面临的安全难题，客观上需要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发挥重要作用。① 因此，中东国家的军队不仅是指导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工业
化、制度化和改革的理想工具，还是威权主义实现稳定的关键变量。②

但是，在“阿拉伯之春”中，这些军人当道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则成为政权
更迭的重灾区，而这些国家又多是军人阶层在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建
立的政权，如埃及、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其中，埃
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也门萨利赫政权在２０１１年第一波“阿
拉伯之春”中倒台，苏丹巴希尔（Ｏｍａｒ　Ｈａｓａｎ　Ａｈｍａｄ　Ａｌ－Ｂａｓｈｉｒ）政权、阿尔及
利亚布特弗利卡（Ａｂｄｅｌａｚｉｚ　Ｂｏｕｔｅｆｌｉｋａ）政权则在２０１９年第二波“阿拉伯之春”
中倒台。在上述国家中，除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中被美
国推翻外，只有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艰难存续至今。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军人阶层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中的作用。非常耐人

寻味的是，相对于以往中东国家历史上比较纯粹的军人政变，在“阿拉伯之春”

中几乎找不到军队直接凭借武力夺取政权或进行暗杀夺权的典型军人政变，
但军人阶层在阿拉伯国家转型中又的确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趋势上看，相对于过去，军人在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呈现

出既利用民主程序又依靠实力施压的隐性和柔性特点，这应该不失为一种微
弱的进步，因为慑于民意、舆论和民主程序等压力，军人阶层越来越无法直接
发动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因此，在“阿拉伯之春”中并未出现直接的军事政变。
但是，如何准确评估军人阶层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十分困难。
首先，军人在原政权倒台和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它既可能

在现政权的命令下镇压民众抗议，也可能表面上弹压民众抗议但并不全力镇
压；既可能敷衍观望静待尘埃落定，也可能表面上站在民众抗议一边向原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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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压，但实为发动隐性政变。例如，在埃及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军人几乎在不
同的阶段发挥了上述所有作用，甚至更多的作用。

其次，从政治转型结果的角度评价军人阶层的作用更加困难。评价政治
转型，需要把民主、稳定和发展等结合起来进行辩证评价。如果徒有选举等程
序民主，而没有稳定和发展，这无疑是失败的民主转型。另外，在阿拉伯共和
制国家中，军方还往往是世俗力量的代表，军人干政往往具有捍卫世俗化、防
范伊斯兰力量建立伊斯兰主义政权的作用。这些内容都涉及如何客观评估民
主与威权以及在复杂现实中合理平衡二者的关系。

在强调军人作用复杂性的基础上，结合军人阶层在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
过程中作用的大小和差异，可以把军人阶层的作用划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一）突尼斯方式：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

在突尼斯民主转型中，军人阶层基本未对民主转型施加影响，同时国家基
本保持稳定，这是突尼斯民主转型相对成功的标志。因为突尼斯既没有像埃
及那样回归军人威权，也没有像也门、利比亚那样陷入内战和部落冲突。因
此，有学者认为，军队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不同的转型环境
是决定两国民主转型一成一败的结构性原因。①

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军方自始至终发挥不干预
政治的局外人作用；二是各主要政治势力达成了政治妥协。突尼斯的军队之
所以未像其他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那样长期干政，与突尼斯军队在其形成和发
展进程中相对独立的传统有关。首先，突尼斯军队并非由独立战争中反法殖
民斗争的战士组成，而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
就是说突尼斯军队并非像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成为国家的缔造者。其次，

突尼斯独立后，无论是文人出身的布尔吉巴（Ｈａｂｉｂ　Ｂｏｕｒｇｕｉｂａ）总统，还是通过
军人政变上台的本·阿里（Ｚｉｎｅ　Ｅｌ　Ａｂｉｄｉｎｅ　Ｂｅｎ　Ａｌｉ）总统，都严格限制军队的
作用和规模。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将军方的职责限定在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
范畴；为防止军人政变危及其统治地位，规定凡是在安全部门任职的公民不得参
与选举；缩减军队规模，压缩军费开支，使突尼斯军队人数控制在四万左右。②

因此，突尼斯不同于埃及等其他中东国家，军人阶层未能形成权力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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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其干预政治的动力也因此大大缩小。“突尼斯军队的
职业化和远离政治的传统使其在革命后迅速回归军营”，①使突尼斯对民主转
型较少受到军人干政的影响。禁止军人干政也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立法
得以制度化，２０１４年颁布的突尼斯宪法明确规定，武装部队“必须保持完全中
立”。② 当然，军队未对民主化进程进行干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如突尼斯国民
同质性较强，使其避免了部落、教派、部族冲突的干扰，其外部安全压力也较
小，不像埃及长期处在阿以冲突前线。

（二）埃及方式：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

军队在埃及社会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军队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

２０１１年以前，三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军人阶层。

埃及军队的特征和作用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团队意识的明确化，军人作为埃及
民族主义的代表，是埃及共和国的创立者、建设者和保卫者；团体利益的特殊
化，军人阶层是有着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团体行动的自主
化，军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具有独立于文官政治系统的自主性。凭借自身掌
握的资源对内政外交施加影响，并且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其行为选择。③ 有学者
甚至称埃及军队为一块独立的“飞地”。④ 鉴于学界对军队影响埃及政治进程
的情况较为熟悉，以及前文在探讨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政治转型时对军队也
已有所涉及，这里主要强调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军队对埃及政治转型的干预的全面性。军队在埃及政治转型过程
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从２０１１年“１·２５”革命到２月１１日穆巴拉克辞职，埃
及军队先是在抗议民众和穆巴拉克政权之间态度矛盾，但最终转向不镇压民
众抗议并对穆巴拉克施压，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核心原因之一。从穆巴
拉克辞职到２０１２年６月穆尔西当选为埃及总统，军方领导的最高军事委员会
主导了埃及的政治过渡进程，期间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围绕议会选举、立宪和
总统选举进行了复杂的博弈。从２０１２年７月到２０１３年７月，即穆斯林兄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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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期间，埃及军队与穆尔西政权貌合神离，并在妥善把握民主与秩序、世俗
与伊斯兰、穆尔西政权与反对派关系的基础上，准确拿捏政治节奏，直至废黜
穆尔西政权。在２０１３年７月废黜穆尔西政权后，军方先是还政于过渡政府，后
又由军方代表塞西参加总统选举，并两次取得选举胜利，同时采取打击穆斯林
兄弟会、发展经济、整肃极端主义等举措，把经济和安全作为主要施政任务。

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国际舆论对军方在埃及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尤其是废黜民
选的穆尔西政权颇有指责，但埃及军方对政治转型的全程参与，是避免埃及转型
失控或陷入严重动荡的保障，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埃及政治的“总节制阀”。①

第二，埃及军方对政治转型尤其是民主化影响的复杂性。首先是民主与
威权关系的复杂性。在埃及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军队是民主转型的促
进者和监护者，军队在民众抗议时期最终选择站在民众一边，在最高军事委员
会时期组织议会选举和制宪工作，在总统选举中对穆斯林兄弟会获胜的认可
和接受，在废黜穆尔西政权后还政于临时政府，都表现了其接受民主化潮流的
一面；另一方面，军队对自身特殊利益的维护、为穆尔西政府设置障碍以及最
终废黜穆尔西政府，直至使埃及重回威权体制，又使埃及军政关系有重回穆巴
拉克时代之嫌。其次是伊斯兰、民主、世俗化关系的复杂性。如前所述，埃及军
队是世俗化的维护者，但其废黜穆尔西政权的做法又无疑是对民主的伤害。因
此，军队在埃及政治转型进程中是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护者，也
是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但同时也是军队利益的维护者和威权体制的重塑者。

总之，埃及军队在政治转型进程中体现出了它对威权和秩序的偏好，其态
度也经历了从观望、中立到积极干预的转变。埃及军队及其建立的威权体制
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它又是当下避免使埃及陷入动荡和无序的现实选择。

这也恰如塞西在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３日对穆尔西政府的最后通牒中所言：“军队是
有道德感的群体，我们有责任避免埃及滑向混乱、派系冲突、国家崩溃的深
渊。”②当然，当前具有军政体制色彩的塞西政权仍面临宗教与世俗、民主与威
权、安全与发展等一系列矛盾的挑战，其核心是解决“阿拉伯之春”的两大核心
诉求———民主和民生。

在北非地区，在２０１９年发生政权更迭的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军方在其政
治转型中的作用与埃及有相似之处。截至目前，军队在向苏丹巴希尔政权、阿
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政权施压促使其和平交权，主导过渡时期政治进程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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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发挥的作用都和埃及军方相近，其具体情况和最终结果都值得关注和研究。

（三）也门方式：部落化的军队与碎片化的政治转型

也门作为一个典型的部落国家，其军队至今也无法摆脱的部落化特征。①

在１９７８年萨利赫任总统之前，也门政治为内战和政变所充斥，其中都有部落
势力的影响。② 尽管也门政府也试图通过改革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但始终无法
改变军队结构部落化的痼疾，导致军队高度分裂和脆弱。③ 当然这种痼疾的形
成既与也门社会的部落传统有关，也与也门政府尤其是国家领导人把部落作
为政治操控的工具密切相关。

１９７８年萨利赫任总统后，也门政权与军队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④

１９７８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也门政府利用也门社会的部落结构，通过赋权
给关键部落、在军队中大力扶持关键部落，换取关键部落对政府的支持，形成
政权与部落之间的庇护网络。萨利赫通过对部落、军队和政府精英进行相互
内嵌实现利益均沾，把部落、军队和各界精英构建成“部落—军队—商人复合
体”，⑤同时通过政治权术进行平衡，来维护也门的政权稳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来，特别是２００１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萨利赫试图利用美国和沙特支
持也门反恐打击“基地”组织的机会，通过组建由其自身和家族控制、与常规国
家军队平行的武装力量，⑥以及改革军队削弱部落对军队的影响。但这种努力
并不成功，导致萨利赫政权与军队和部落的矛盾日趋尖锐，这是军队和部落精
英在２０１１年支持民众抗议浪潮，迫使萨利赫下台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部
落和军队精英迫使萨利赫和平交权在本质上并非对民主的支持，而是其自身
利益和所在，也是也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反映。

２０１１年４月，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尤其是沙特的斡旋下，萨利赫和平交权，

也门进入政治转型时期，这种和平过渡的方式还一度被国际社会称为“也门模

６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ｉｅｋｅ　Ｂｒａｎｄｔ，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ｔｈ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Ｌｏｎｄｏｎ：Ｃ．
Ｈｕｒｓｔ　＆Ｃｏ．，２０１７ｐ．２．

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第１２９—１４７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Ｂｕｒｒｏｗｅｓ，Ｔｈｅ　Ｙｅｍｅｎ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６２－１９８６，Ｂｏｕｌ－

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５１．
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第１４７—１５５页。
Ｉｋｅ　Ｇｒａｗｅｒｔ　ａｎｄ　Ｚｅｉｎａｂ　Ａｂｕｌ－Ｍａｇｄ，ｅｄ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ｉｎ　Ａｒｍ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ｒｏｆ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Ｌａｎｈａｍ，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Ｒｏｗａｎ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６，ｐ．１５８．
萨利赫建立的平行武装力量包括萨利赫及其家族控制的共和国卫队（人数２．１万）、也门特别行动

力量、内政部下设的多达五万人的准军事警察力量等。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Ｙｅｍｅｎ'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２０１３，ｐｐ．２７３－２７４。



式”。但军队部落化的痼疾使新任总统哈迪（Ａｂｄｒａｂｕｈ　Ｍａｎｓｕｒ　Ｈａｄｉ）继续通
过军队部落化、家族化清除异己力量，教派武装（如胡塞武装）和地方武装（如
南方的分离力量）、极端力量（“基地”组织）等多重武装力量对抗政府，加之沙
特等外部力量的干预，导致也门的政治转型很快为政治力量的碎片化所取代。

在也门政治转型中，军队部落化对政治转型失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哈迪总统以军队部落化的方式清除萨利赫家族和穆赫辛（Ａｌｉ　Ｍｏｈｓ－
ｅｎ　ａｌ－Ａｈｍａｒ）家族的军事高官，①用来自南方他本人所在的部落军官加以取代，

这无疑是以新的部落化取代传统的部落化，其后果可想而知。２０１２年，哈迪先
是解除了４名省长、２０多名高层军事指挥官的职务，其中包括多名萨利赫系高
官。② 随后哈迪又解除了穆赫辛将军的职务，并将其控制的第一装甲师进行重
组，统一听从国防部的调配。在也门军队重组过程中，哈迪重用南方系军官，

有意打压包括萨利赫系与穆赫辛系在内的北方人。哈迪的做法激怒了两个实
力派系，在哈迪上台一年半内，也门至少有２２个旅发生过兵变。③ 此外，萨利
赫本人及其派系之所以一度转向与什叶派胡塞武装结盟，共同反对哈迪政府，

也与哈迪在政府和军队改组中对萨利赫派的排斥密切相关。

其次，什叶派胡塞武装除对哈迪政府民族和解大会结果和政府取消石油
补贴不满外，对哈迪政府未能在军队中安排两万胡塞武装民兵也强烈不满。④

胡塞武装的诉求无疑也是也门历史上部落寻求加入军队—部队庇护网络的做
法。此外，萨利赫派和其他部落派系的军队之所以在打击胡塞武装的过程中敷
衍了事，甚至加入胡塞武装的做法，都是军队部落化的表现。

再次，在原有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对抗的格局下，原本与政府合作的“南
方过渡委员会”在沙特与哈迪政府长期打击胡塞武装未果的情况下，开始于

２０２０年４月自立门户谋求南方七省“自治”，其武装力量与政府军爆发冲突，⑤

这不仅也是军队部落化的表现，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政治的碎片化。

总之，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
评价应该客观具体。在突尼斯、埃及和也门三个案例国家中，军人干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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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
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
化。就中东国家军人干政的发展趋势而言，尽管它会继续存在，但它日益受到
民主程序的规制，典型军事政变呈现颓势。

三、身份政治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

身份政治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准确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公认的内涵，它

在广义上是将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政治化的行动或做法。① 身份政治日
趋突出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现象，但它在中东地区更有其独特性。在西方，

身份政治更多是在民主体制下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等少数群体围绕自身权
利进行抗争，当然也有走向极端化的社会冲突，但它基本不会涉及国家的政治
制度和政治体制。但在中东地区，身份政治则主要表现为与国家构建相联系
的严重的族群、教派、部落冲突及其外溢导致的跨国和地区性问题，它们也是“阿
拉伯之春”以来许多中东国家政治转型和民主化受挫或遭遇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中东地区，基于身份政治的困境既影响民族国家构建，同时又由于民
族、宗教、教派的身份认同具有跨国性，使其不断外溢以致影响地区国家间关
系，甚至酿成国际冲突。“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的民族和教派对抗，

土耳其内政外交中“双泛”复苏，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教派冲突等，均是中
东身份政治困境的表现。② 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对“阿拉伯之春”进行反
思的过程中也已经认识到，阿拉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宗族、教派和部落因素，

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突出表现为部落忠诚与国家忠诚
对立，成为国家认同缺失、政治分裂和社会碎片化加剧的重要原因。③

从阿拉伯国家内部来看，由宗教和族群矛盾诱发的政治冲突主要有四种类
型。其一是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如黎巴嫩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垮台后）的族裔和教派分权结构；其二是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地
位处于边缘化和弱势的教派和族群往往通过民主抗争的方式改变现有权力结

构，如中东变局中的占巴林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反对逊尼派王室的政治抗争；其三是
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群体的冲突，突出表现为民主转型进程中少数群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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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问题，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问题；其四是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
冲突，如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四国的库尔德人问题。① 在“阿
拉伯变局”中，上述四种类型的基于族群和教派的身份政治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来看，族群和教派冲突的外溢、意识形态竞争
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使阿拉伯国家政治具有密切联动的特点，并对民主转型产
生消极影响。② 这种情况在中东变局中表现得更加复杂，其突出表现是地区国家
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对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施加影响。例如，在“阿拉伯之春”中，

沙特阿拉伯积极支持叙利亚逊尼派反对派颠覆叙利亚政权，但在巴林的民众抗
议浪潮中，沙特阿拉伯则选择支持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抗议。③其逻辑是沙特
在叙利亚问题上站在反对派一边，在巴林问题上则站在巴林政权一边，但其共性
是沙特都站在了与沙特教派相同的逊尼派一边。又如，逊尼派内部争夺伊斯兰
世界领导权以及围绕支持和反对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也是身份政治影响阿拉伯
国家民主转型的体现，其突出表现是在埃及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土耳其和沙特围
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竞争，土耳其坚定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而沙特则反对穆斯
林兄弟会，并配合塞西政府把穆斯林兄弟会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④ 有研究认
为，这背后既是围绕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也是争夺泛伊斯兰主义领导权的斗争。⑤

基于阿拉伯世界的身份政治突出表现为族群、部落和教派问题，并在国内
政治、地区政治两个层面产生影响，加之篇幅所限无法对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
过程中的身份政治问题进行全面研究，本文通过以下两个案例，揭示族群和教
派的身份政治在国内和地区两个层面对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

（一）巴林：教派问题对民主化的消极影响

在历史上，尽管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但它在本
质上始终是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在宗教领域的反映。近代以来，特别是２０世
纪以来，伴随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世俗化进程的加深一度使教派矛盾走
向相对沉寂，甚至出现教派对话的趋势。⑥ 但是，伴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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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尤其是１９７９年伊朗伊斯兰革命、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

２０１０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
被激活，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①

具体来说，１９７９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的教派矛盾源于作为什叶派大国
伊朗“输出革命”战略，导致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什叶派骚乱、逊尼派阿拉伯国
家抵制伊朗“输出革命”都具有教派斗争的色彩。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后的教派
矛盾源于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什叶派地位的上升，以及伊朗影响的增强，
被沙特等海湾国家视为什叶派扩张。２０１１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教派政治作为身
份政治的表现主要在于国内和地区两个层次，国内层次表现为巴林、叙利亚、也
门等存在教派问题的国家当政者都利用教派认同进行政治动员，使政府与反对
派的斗争被建构为教派斗争；国际层次在于部分国家从教派异同出发决定对他
国的政策，甚至进行干预，如沙特支持巴林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抗议、组建阿拉
伯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美国甚至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教派矛盾进行利用。
在“阿拉伯之春”中，基于教派问题的身份政治在巴林、也门、叙利亚和伊拉

克都有主要影响，这里仅以巴林对教派问题引发的身份政治的逻辑进行说明。
巴林是海湾地区的小国，在其１２０多万人口中，本国公民约５５万人，其余

为外来劳工；在巴林公民中，约７０％为什叶派，但政权却长期掌握在占人口

３０％的逊尼派手中。② １９７９年，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巴林出现了以伊斯
兰解放阵线（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ｈｒａｉｎ，ＩＦＬＢ）为典型代
表的什叶派政治反对派组织；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巴林什叶派反对派发起了一系
列抗议活动，反对王室政权对什叶派的歧视，呼吁政府解决公民和政治权利缺
失和经济停滞，是什叶派反对派的主要诉求，逊尼派王室政府则对什叶派进行
了严厉镇压，甚至把部分反对派领导人驱逐出境。④ ２１世纪初，巴林王室许诺
进行包括增加什叶派权利的改革，但并未兑现，导致什叶派的反政府抗议和教
派冲突此起彼伏，什叶派的诉求仍是要求取消教派歧视，改善什叶派的社会处
境，这种抗议一直持续到“阿拉伯之春”。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４日，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巴林麦纳麦珍珠广场爆发了
以什叶派为主体的抗议示威，逊尼派王室政权随即对抗议进行了严厉镇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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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难以控制局面。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４日，沙特领导军队以海湾合作委员会名义
出兵巴林，帮助巴林王室镇压了民众抗议浪潮，巴林也成为“阿拉伯之春”首先
枯萎的国家，其实质是巴林逊尼派王室政权、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在美国的
默许下联手镇压了什叶派为主体的民众抗议浪潮。
巴林民主化进程遭扼杀表现出的基于教派矛盾的身份政治主要包括国内

和地区两个层次。① 首先，在国内层面，教派认同是巴林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
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一方面，逊尼派王室、政治组织和官方控制的媒
体积极利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员，不断将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朗支持下
的什叶派叛乱”，甚至渲染伊朗“入侵巴林”的危险，②以获取对什叶派进行镇压
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什叶派长期所处的边缘处境以及政府的严厉镇压，进
一步强化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和教派认同，这一切都强化了巴林冲突的教派
色彩，加剧了教派对立和宗教情绪的极端化，并为外部势力的介入创造了条件。③

其次，沙特以教派矛盾为由介入巴林事务，教派矛盾沦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
要工具。为防止巴林逊尼派政权倒台，避免巴林建立什叶派政权并倒向伊朗，同
时避免什叶派抗议波及海合会国家，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国家不断从伊朗威胁的
角度强调巴林的教派冲突，并以海合会的名义出兵对巴林的抗议浪潮进行镇压。
而伊朗尽管并未直接介入巴林事务，但也从舆论上和外交上对巴林的什叶派抗议
浪潮予以支持，其结果是巴林的教派斗争演变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斗争”。④

总之，在巴林政治转型中，基于教派认同的身份政治主要体现在国家内部
和国际关系两个层次。在巴林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身份差异构成了巴林
王室政权与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在国际关系方面，沙特从教派矛盾出
发，采取了支持巴林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反对派的政策，而什叶派大国伊朗
则选择支持巴林的什叶派反对派。

（二）叙利亚和伊拉克：作为族群问题的身份政治

众所周知，库尔德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尤其是英法对中东民族
国家体系进行强制性安排遗留的跨界民族问题，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库尔德民
族被分割到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四个国家之中，他们争取民族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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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连绵不绝，延续至今。库尔德问题是指由于库尔德人争取从自治到独
立的程度不等的民族运动与所在国家产生的矛盾，以及由于库尔德民族跨界
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身份政治在其中的表现非常复杂，

既涉及某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向所在国家争取权利的身份政治，也包括作为分
散于四国境内的库尔德民族追求整体性民族权利的合作和斗争，还包括伊拉
克、叙利亚、伊朗、土耳其四国政府针对自身和他国库尔德人政策形成的复杂
关系，进而围绕库尔德问题形成了复杂的多层次的身份政治。

本文主要把伊拉克和叙利亚两个阿拉伯国家的库尔德问题纳入到身份政

治对民主化进程影响的框架下进行简要分析。由于伊朗和土耳其不属于阿拉
伯国家，因此不对其进行独立分析，但它们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干
预也构成了库尔德问题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四国都出现了库
尔德人争取民主权利的“库尔德之春”，但叙利亚和伊拉克最为突出。伊拉克
和叙利亚库尔德地区自治区的建立，尤其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举行“独立公
投”，叙利亚库尔德人提出未来叙利亚实行联邦制的主张，都将深刻影响伊拉
克和叙利亚的政治转型进程。从身份政治的角度看，一方面，伊拉克和叙利亚
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身份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即库尔德自治区
的建立和巩固（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尚不合法）；另一方面，伊拉克和叙利亚政
府虽然满足了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部分要求，但又严厉打击（伊拉克）或
坚决反对（叙利亚）库尔德人争取独立建国，而伊朗、土耳其作为相邻存在库尔
德问题的国家也极力围堵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独立运动，土耳其甚至多
次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库尔德人，尤其是对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发动
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不仅极大地影响库尔德人的命运，也对叙利亚危机产
生严重消极影响，进而使身份政治扩大到国际关系和地区政治层面。

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了宪法认可的库尔德地区自
治政府，而２０１１年以来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又发生了争取民族权利的“库尔
德之春”。“库尔德之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针对中央政府，库尔德民众
要求更高程度的自治；针对库尔德自治政府，库尔德民众则要求更广泛的民主权
利。在此过程中，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围绕财政预算、石油收益分
配、争议地区的管辖权问题以及库尔德地区武装等问题展开了复杂的斗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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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以来，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中，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进一步扩大
了控制区域，其范围大约占全国领土的１／３；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５日举行了“独立公
投”，库尔德自治区９２．７％的民众支持独立。① 但是，这次“独立公投”也成为“阿
拉伯之春”以来伊拉克库尔德人身份政治的转折点，“独立公投”遭到了伊拉克中
央政府的法理否决和军事打压，伊拉克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
公投”违宪，库尔德武装也被政府军解除。在地区层面，与伊拉克相邻的土耳其
和伊朗等国家都强烈反对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它们不仅取消了与伊拉克库
尔德自治区之间的航班，还在靠近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边界地区举行军事演
习。这表明，对于存在库尔德问题国家，允许库尔德自治是地区国家满足其身份
政治可以忍耐的最高程度，但绝对不会给库尔德人争取独立以任何空间。

“阿拉伯之春”以来，身份政治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中
体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在２０１１年以前叙利亚政府根本不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
身份。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政府才开始主动改变对待库尔德人的态度。

２０１１年４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颁布法令，给予登记在册的作为所谓“外国人”

的库尔德人叙利亚国籍。② 在叙利亚内战和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叙利亚
库尔德人开始积极谋求自治。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叙利亚库尔德斯坦自治政府在俄
罗斯正式启动，并发表了《罗贾瓦革命宣言》（Ｒｏｊａｖ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宣称叙利亚战后将成为联邦制国家，库尔德人将拥有军队等；２０１６年３月，库
尔德人宣布在叙北部成立包括卡米什利、阿夫林和科巴尼等三个库尔德人聚
居区的联邦区，实行经济、社会、安全、国防和文化等领域的自治。③ 叙利亚库
尔德自治区是中东地区出现的第二个库尔德人自治地区，它要求把叙利亚变
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并开始在学校里教授库尔德语言，同时，由库尔德民主联
盟党负责建立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自治机构。④ 对于民族身份和民
族权利长期遭到压制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而言，这无疑是有史以来身份政治斗
争所取得的最高成果。

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存在，并得到了俄罗斯和美国的
认可。尽管叙利亚库尔德人表示只谋求自治而不谋求独立，但其提出的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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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实行联邦制的构想无疑将改变或削弱目前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性质，而且
叙利亚政府也绝对不会容忍其独立。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引发的地区政治危
机更加严重，尤其是土耳其强烈反对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土耳其认为其国
内的库尔德工人党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关系密切，且把二者都视为跨
境活动的恐怖组织。为了打击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坐大，土耳其已经于２０１６年
和２０１８年发动代号为“幼发拉底河盾牌”和“橄榄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土
耳其的目标是沿着９００公里长的土叙边界在叙北建立纵深３０公里的“安全
区”，并将大量滞留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阿拉伯难民迁移至“安全区”内，通过改
变叙北人口结构割裂库尔德人控制区域，通过建立土叙边界隔离区斩断两国
库尔德力量的联系，进而维护土耳其南部安全等多重目标。① 由此可见，叙利
亚库尔德问题引发了叙利亚国内和国际关系层面异常复杂的身份政治。

综上所述，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影响十分复杂，并作用于国内
政治和地区政治两个层次。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
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民主化会刺激基于身份政治的权利觉
醒，但反过来身份政治的复兴又会掣肘乃至破坏民主化进程。在地区范围内，

教派、族群问题的外溢和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
地区性意识形态，又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
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

结　　语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在阿拉伯世界具有特殊性
的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它们对理解“阿拉伯之春”遭遇的挫
折有重要的价值。当然，客观认识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澄清外界尤其是西方对
于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误解。

首先，伊斯兰文明是影响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因素，由伊
斯兰政治文化衍生出的政治思潮、政治组织又构成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
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本文仅从作为政治思潮和政治组织的伊斯兰主义
与民主化的关系进行案例分析，尽管很难反映伊斯兰与民主关系的全貌，但起
码可以证明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
以反对民主。就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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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波、许超：《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新发展》，第１２４页。



展态势并不断进行调整与重塑。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通过自下
而上的变革，民主变革都将成为大势所趋，但阿拉伯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民主，

而是实现具有各自国情和伊斯兰特色的民主。①

其次，军人干政是影响“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因素，但也呈现强弱程度不同
的多样性和作用的复杂性，就其在“阿拉伯之春”中作用方式的隐性和柔性特
征来看，军人干政尽管会继续存在，但它日益受到民主程序的规制，赤裸裸的典
型军事政变已呈现颓势。就本文选取的突尼斯、埃及和也门三个案例而言，军人
干政的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其原因在于三个国家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结构存
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也恰如亨廷顿所言：“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军队的角色也就发
生变化。在寡头统治的世界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
与者和仲裁人；当市民社会出现后，军人就变成现存秩序的保守的护卫者。”②

最后，在阿拉伯世界，基于族群、教派和部落等认同的身份政治，是“阿拉
伯之春”在不同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社会和文化根源。尽管它更多发挥
的是制约和掣肘民主化的负面作用，但也有权利抗争的进步性。在国家内部，

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民
主化会刺激基于身份政治的权利觉醒，但反过来身份政治的复兴又会掣肘乃
至破坏民主化进程。在地区范围内，教派、族群问题的外溢和地区范围内广泛
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地区性意识形态，又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
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
断。身份政治对民主化的影响异常复杂，坦率地说，受篇幅和所限，本文对身
份政治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本文旨在揭示的问题是民主价值的世界性和民主环境的地方性的关系。

就世界民主化进程而言，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之所以不同于并落后于其
他地区，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因。就外因而言，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
遗产，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力干涉与民主输出和民主改造相结合，都
是重要的外部原因。就内因而言，阿拉伯世界因民族、宗教、教派、部落等传统
社会因素形成了丰富的地方特殊性，并深刻影响和制约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
展。就未来的研究而言，需要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丰富的政治实践进行深入
的研究，尤其是加强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以深入认识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
独特性和地方性。

５５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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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第１８页。
转引自田文林：《军队干政：中东非典型政治中的典型现象》，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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